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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族”到“民族”：论梁启超民族思想的
初步自觉

江也川

摘要：梁启超的种族观和民族观作为近代中国救亡话语的核心要义，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

纪初出现了从“种族观”向“民族观”的明显转向，这是其民族思想达到初步自觉的标识。 从

“大、小异种”到“大、小民族”的用语变化，是梁氏民族思想走向自觉的关键表征，“种族”与
“民族”概念由相互胶葛逐渐走向鲜明区分，其间提出的“中国民族”概念标志着梁氏的民族

思想走向成熟。 在此自觉进程中，梁氏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创议，对于中华现代国家

发展的预见，作为民族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引领着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运动的展开，为当下做

好民族工作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和精神财富。
关键词：梁启超　 种族观　 民族观　 民族思想　 中华民族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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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博士。

梁启超的民族思想先后经历了从“种族”到“民族”，再从“中国民族”到“中华民族”，及“中华民族”
由一元向多元的演进历程，其中种族话语向民族话语的转变可谓是梁氏民族思想达到初步自觉的重要标

志。 尽管梁氏并非近代“民族”概念的最先使用者，但他在中国语境下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为“民族”概念

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奠定了思想基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晚清中国思想界的探索趋向。 自 １９ 世纪末起，
梁氏逐渐流露出对“民族”概念中历史文化认同特征的自觉认识，成为其种族观向民族观转变的关键，也
为其“中华民族”观念的萌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般来说，“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反映出自然界选择与适

应的结果，其中本来不包含也不应包含任何社会文化的涵义”①，但随着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兴

起，种族被赋予多元特性，并在 １９ 世纪兴起的社会文化思潮中被不断解释，种族所具有的多元内涵与中

国传统民族思想促使梁氏的民族思想走向自觉。 学界关于近代中国种族观和民族观的研究颇多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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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相当丰富的梁启超研究成果①，但对其种族观和民族观关系的思想史考察不多。 本文从梁

氏的著述文本出发，将其笔下的“种族”概念与“民族”概念作为研究对象，以追寻梁氏民族思想形成

与演变之痕迹脉络。 即如福柯所言：“文本一直被看作一种在此刻化为沉默的声音的言语活动

（ｌａｎｇａｇｅ）———虽踪影不彰，但幸亏有迹可循。”②

一、单一内涵的救亡话语———梁启超种族观的形成

梁启超早期的种族观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来自对进化论的全盘接纳，与中国传统族类的文化认

同标准进行了明显区分，只具有生物学层面的内涵，其形成和发展与梁氏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 具体

来看，梁氏“自十七岁颇有怵于中外强弱之迹”③，１８ 岁时（１８９１ 年）“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
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④。 之后梁氏接纳了唐才常与《格致汇

编》所引入的《人分五类说》，并体现在其论述之中，１８９７ 年《〈农学报〉序》中描述了“红人”与“白人”
于澳洲之更替：“红人宅墨洲数千载，全墨榛莽，舍兽蹄鸟迹外，更无长物。 白人取而代之，仅四百年，
遂以富庶甲天下。”⑤ 在 １８９８ 年《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一文中，除了白种与黄种外，梁氏还写道：
“非洲之黑奴，墨州之红人，巫来由之棕色人。”⑥ 可见，梁氏此时全盘吸收了西方种族观，以先天特征

作为人群的分类标准，所言“种族”尚不具文化认同特征，而是与教化、国家一样是救亡的关键要素，在
文中往往并列叙述。 如 １８９７ 年《论中国之将强》一文：“西人之侮我甚矣！ ……其将灭人种也，则必上

之于议院，下之于报章，日日言其种族之犷悍，教化之废坠，风俗之縻烂。”在他看来，“种族”概念具有

单一性，不与其他概念相合，“余读西报，其訾中日之国政纲纪官吏，盖数十年以来矣。 去岁八九月以

后，乃更明目张胆，昌言华种之野犷，华民之愚诈，华教之虚伪”⑦。 梁氏认为，此时的族类区分标准是

地理区隔造就的种族特征，而古时的族类区分标准是政教风俗孕育的文化特性，二者完全不同。 对

此，梁氏在同年《〈春秋中国夷狄辨〉序》中这样说道：“《春秋》之号夷狄也，与后世特异。 后世之号夷

狄，谓其地与其种族，《春秋》之号夷狄，谓其政俗与其行事。”⑧

综观之，梁启超种族观的特点有三，并均以救亡图存为旨归。
第一，梁启超的种族观是一种带有主观选择性的救亡话语。 民族危机的日益严峻，使梁氏对种族

观中先天要素的重视程度逐渐降低，转而与日本自强的成功事迹相结合，形成一种中式种族论。 它借

西方种族论的基底，从中西方的历史与现实中选择与救亡主旨相符的信息，构成一套有理论支撑与事

实积淀的救亡话语，旨在说明白种与黄种之平等，从而振奋民族之精神，建立自强之信心，即通过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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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形质为下，群心智为上”之法以达“人心自新，人才自起”① 之效。 以此为基础，梁氏的救亡逻辑得

以形成，即救亡的可能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彰显，表现在种族层面，便是告诉民众黄种非劣于他种，“欲
种战之胜，必自进种改良始”②。 在黄种内，中国人与日本人平等，是故“日本变法，二十年而大成，吾
民与地十倍之，可不及十年而成之矣”③，相较于“今日为中国谋，莫善于鉴俄”④ 的中俄之比较，中日

之比较更加强调同文同种下的自强可能。 在黄种外，黄种与白种平等，这种平等借进化论被赋予对抗

性，即世界五大人种中，唯黄种才能与白种相抗衡，“今全世界大异之种，泰西人区其别为五焉。 彼三

种者不足论矣，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实黄种人与白种人玄黄血战之时也”⑤。 这种强调竞争性的救亡

逻辑，亦被梁氏应用到其他层面，如其在《戊戌政变记》一文中将“种争”上升到国家之争层面：“中国

内地之人，爱国之心甚弱。 其故皆由大一统已久，无列国生存竞争之比较。”⑥ 在《〈意大利兴国侠士

传〉序》中则将“种争”上升到了文明之争层面：“方今文明之运，西逝而东升。”⑦

第二，梁启超的种族观带有鲜明的自强诉求。 梁氏认为，白种作为一个种族共同体，其强盛之根

由在其政教：“西士讲富国学，倡论日益盛，持义日益精，皆合地球万国土地、人民、物产，而以比例公理

盈虚消息之，彼族之富强，洵有由哉！”因此，梁氏为证明黄种不劣于白种，也必须从政教层面入手，
１８９７ 年的《〈史记·货殖列传〉今义》强调了西方富强之由中国古已言之、行之。⑧ 在梁氏看来，即便

是时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观点，《春秋》中也早有提及⑨，斯宾塞着力阐述的观点，荀子也早以

通过性恶论予以阐述�I0。 在 １８９７ 年《湖南时务学堂答问》中，还将西方国家间的扩张吞并行为视为大

一统思想的实践，“古今万国所以强盛之由，莫不由众小国而合为一大国，……前此互争是以弱，今合

为一是以强，孔子大一统之义正为此也”�I1。 尽管梁氏在中西学的对照过程中不免带有比附之意，但
其所展露出的“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己任，以大局之糜烂为一身之耻疚”�I2 的忧国情怀与纾难担当却

是真挚可见的。 同时，急迫的救亡诉求激励着梁氏对黄种平等地位的不懈追求，从而为其种族观增添

了“平等”这一朴素理念之内涵。 如其言曰：“我华民所至各国，动见驱逐，不以平等之人类相待，虽各

国私意苛政，深可愤恨。”�I3 在论述中梁氏往往通过对黄种的褒扬，从而灌输给国人时不我待、救亡唯

我的使命感：“夫全地人类，只有五种，白种既已若是，红种则湮灭将尽，棕、黑两种，其人蠢而惰，……
然则佃治草昧，澄清全地者，舍我黄人末由也。”�I4

第三，梁启超的种族观是模糊的。 首先，它对黄种的论述没有清晰的概念与明确的范畴，作为一

种游移的能指，黄种有时专指中国人，有时则是黄种人的泛指，是白种这一“他者”的镜像，随白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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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在《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一文中，黄种不仅仅专指中国人，“支那之人数，实居黄种十之七八

焉，然则支那之存亡，系于黄种之胜败”①。 其次，在具体论述中，梁氏往往不对“种”与“族”进行具体

区分，而混淆使用，１８９７ 年《湖南时务学堂劄记》一文曰：“大约部勒条教愈分明者，则其种愈强，其族

之传愈远，此据乱、升平、太平之法所以递进也。”② 但到了 １８９８ 年《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一文，当
梁氏再度对法的进化过程进行阐述时，用词却发生了变化，其言曰：“其条教部勒，析之愈分明，守之愈

坚定者，则其族愈强，而种之权愈远。”③ 可见，尽管梁氏在旅日前已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自觉，但受传统

民族观念④ 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影响，使其在思想学理和救亡诉求方面均难脱离种族话语体

系，“种”与“族”二字混用的情形即是这种局限性的体现。
梁启超的种族观自形成后，始终围绕着“竞”与“保”两大要旨。 就“竞”而言，梁氏以西学为基底，

将天演界内所有竞争之源头均归属到种族竞争范畴之下：“自大地初有生物，以至于今日，凡数万年。
相争相夺，相搏相噬，递为强弱，递为起灭，一言以蔽之曰，争种族而已”⑤，将种族视为一个以救亡图

存为纲领的族类共同体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就“保”而言，梁氏对种族合群自强的强调，均指向保

种的最终目的，希望通过进种、强种而使黄种“与欧西人种并立于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世界”⑥。 而

保种的前提在于群体的思想自觉，只有少数精英达到自觉是无法完成保种之亟务的，面对“今日之中

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⑦ 之情形，梁氏提出“必如何而后能知之，非学问不为功也”⑧ 的对策，进而

展开了思想一般化的实践。 即办报刊、兴学会、倡新政，使报刊为“救焚者之突梯，拯溺者之桔槔”⑨，
使学会与新政为“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I0 之基，从而达到“育人才而御外侮”�I1 之愿。

梁启超种族观的形成源自内力与外因。 内力发端于救亡图存的致用诉求：“今之读书，当扫除莽

榛，标举大义，专求致用，靡取骈技”�I2，而西学无疑是此时救国的一剂良方，“君之于西学也，鉴古以知

今，察末以反本，因以识沿革递嬗之理，通变盛强之原，以审中国受弱之所在”�I3。 面临“外侮日亟”�I4

的严峻危机，种族论的提倡与标举无疑与时人“创巨痛深，知耻不殆”�I5 的爱国热情相符，“黄种”更是

一个有助于凝聚国人力量的重要象征符号。 甲午惨败使救亡诉求与民族屈辱进一步被激发，各式学

会开始兴起，大量西学翻译后经报纸杂志传播开来，并以关切御侮图存为旨归，意在知识仓库更新的

氛围下以种族论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即“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 这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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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９９ 页。
《湖南时务学堂劄记》，《梁启超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３９７ 页。
《梁启超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４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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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１０６５ 页。
《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梁启超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９７ 页。
《爱国论》，《梁启超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７００ 页。
《湖南时务学堂劄记》，《梁启超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３５４ 页。
《湖南时务学堂答问》，《梁启超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３１８ 页。
《〈蒙学报〉〈演义报〉合叙》，《梁启超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２８１ 页。
《论湖南应办之事》，《梁启超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４３９ 页。
《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梁启超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４４１ 页。
《万木草堂小学学记》，《梁启超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２７８ 页。
《〈适可斋记言记行〉序》，《梁启超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９ 页。
《西学书目表序例》，《梁启超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３３ 页。
《〈知新报〉叙例》，《梁启超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８３ 页。



切的救亡心境，并非急在缺乏具体可行的自强措施，而是急在民众缺乏忧患意识与合群意识的自觉。
为此，在《时务报》第一期《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文末，梁氏呼吁应“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

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① 在第五十一期的《南学会叙》
一文中，号召大家应“洗常革故，同心竭虑，摩荡热力，震撼精神，致心皈命，破釜沉船，以图自保”②，亟
待联合团结的救亡之意呼之欲出。 而要使自觉向他觉演进，那就势必需要一个高度浓缩且具有一定

认知基础的集体认同符号，这便是梁氏种族观形成的内生诉求。
外因主要是西学东渐浪潮的冲激。 在此影响下，梁启超认为传统经世观“叩其所以图存之道，则

眙然无所为”③，在其“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之经”④ 的新经世观下，种族观得以

养成。 扎根于西学东渐所不断充实的知识仓库，梁氏采用进化论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社会达尔文主义

进化论也成为其种族观形成的思想源泉，在 １９０２ 年《论学术势力之左右世界》一文中梁氏肯定了进化

论的重要价值：“达尔文者，实举十九世纪以后之思想，彻底而一新之者也。 ……数千年之历史，进化

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⑤ 在此基础上，梁氏以“文明”为标识的线性进化史观赋予种

族论团结合群之特性：“墨洲、非洲、澳州咸有土人，他洲客民入而居之，则土著日渐澌灭，野蛮之群，不
敌文明之群也。 世界愈益进，则群力之率愈益大，不能如率，则灭绝随之，故可畏也。”⑥ 在他看来，种
族形成之根由在于合群，“数人群而成家，千百人群而成族，亿万人群而成国”⑦，种族存续的关键也在

于合群，“若夫处必争之地，而其合群之力不足以自完，则日剥月蚀，其究必至于断其种，绝其育”⑧。
梁氏的思想革新与其内生诉求一道促成其种族观的发轫，进而指向“广民智，振民气”以救亡图存的最

终旨归，即如其所言：“内其国而外诸邦，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
冀同胞之一悟。”⑨ 此外，梁氏种族观的形成与发展还离不开康有为和严复，康、严二人“都接受了历史

进化论，而且都企图起用儒教经典中原有的思想申说进化论”�I0，他们的思想理念对梁氏影响深远。

二、天演进化论的共同基底———梁启超种族观与民族观之胶葛

梁启超对“民族”一词的始用源自加藤弘之�I1，其笔下的“中国民族”一词最早现于《清议报》１９０１

年第 ８９ 期《灭国新法论》，“中华民族”一词则初见于《新民丛报》１９０２ 年第 ５ 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

之大势》。 可以说，梁启超民族观的形成与其旅日经历有着密切关联，西学思想之腾跃与传统民族观

念之遗存一道构成了梁氏民族观之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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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４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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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４６８ 页。
《说群一·群理一》，《梁启超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９９ 页。
《变法通议》，《梁启超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５０ 页。
《说群一·群理一》，《梁启超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９９ 页。
《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
第 ３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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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１８９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自由书·论强权》。



梁启超赴日后，在西史著作的影响下，已逐渐产生世界范畴的民族自觉意识，其种族观逐渐向民

族观转变。 表现在历史书写层面，即所谓“惟著最近世史者，往往专述其民族争竞变迁”，梁氏曾对田

中萃一郎的《东邦近世史》评价道：“其搜罗事实而连贯之，能发明东西民族权力消长之趋势”①，说明

梁氏已意识到当下不仅是一个“列国并立”的时代，还是一个东西民族对立的时代，其人种竞争史观逐

渐演变为带有进化论色彩的民族史观。 自 １８９８ 年起，梁氏不断充实着有关“人种”的知识，但其对“人
种”的认识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与浮田和民不同，梁氏认为的“历史的人种”，指的是在历史长河中留

下痕迹的人种，“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 对于人种大类的划分，梁
氏学自黑格尔将民族分为“世界历史民族”与“非世界历史民族”，在《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一文中指

出：“有历史的人种，有非历史的人种”“能自结者为历史的，不能自结者为非历史的”“同为历史的人

种也，而又世界史的与非世界史的之分”。 关于人种的论述，梁氏还借鉴了 １８９８ 年高山林次郎的《世
界文明史》，其言曰：“何谓‘世界史的’？ 其文化武力之所及，不仅在本国之境域，不仅传本国之子孙，
而扩之充之以及于外，使全世界之人类受其影响，以助其发达进步，是名为世界史的人种。”②

尽管旅日经历对梁启超民族思想的自觉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这并不代表梁氏旅日前种族观

向民族观的转变是停滞的，只是旅日经历使其倍道兼行。 然而，这种转变过程并非是放弃种族观的理

论基础———进化论———的全盘转变，而是在种族观基础上渐进式的文化自觉，这就导致在这一过程

中，梁氏的种族观往往带有文化自觉的特点，民族观亦有进化论的烙印，呈现鲜明的胶葛之势。
梁启超种族观与民族观相互胶葛的表现有二。 一为对文化自觉之于保种兴种重要作用的不断强

调。 早在 １８９６ 年，梁氏便在《变法通议》中说道：“中国种类，不至夷于蛮越，曰惟学会之故” “一人之

生其心思、材力、形体、气习，前则本数十百代祖父母之形神阅历积委而成，后则依乎见闻师友与所遭

之时与地而化”。 但这种认识尚不显著与深刻，往往被进化论所压制，如在后文中梁氏认为“由野番贱

族而进为文明贵种”的关键在于胎教，赞同“西人言种族之学者，以胎教为第一义”之说，认为保种“必
使其种进，而后能保也”“妇学为保种之权舆也”③。 戊戌变法失败与旅日的新鲜经历，使梁氏的种族

观念在“惋愤时局”的心境下开始转变，即如其所言：“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

一变。”④ 相较于人种的血缘、肤色特质，梁氏此时更加重视人种的历史文化认同特征，并在泛亚洲主

义的影响下开始强调种族概念的多元性，种族历史文化认同的内涵渐之深厚。 如 １８９９ 年《论学日文

之益》中所言：“日本与我唇齿兄弟之国，必互泯畛域，协同提携，然后可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

渐”⑤，而中国人和日本人均被划入黄种的缘由即是泛亚洲主义的核心标准———同文。
二为民族观表述中浓厚的进化论色彩。 １８９８ 年 １０ 月梁启超逃亡日本后，其行文用语并未放弃

“种族”概念，梁氏早期对“民族”概念的使用，也未跳脱进化论的范畴。 梁氏著述中的“民族”一词，初
现于 １８９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自由书·论强权》一文，开篇梁氏便定下全文基调：“今日所讲，乃译述加藤

弘之先生之余论而引伸之者也。 加藤先生者，日本大儒，与福泽谕吉先生齐名，盖德国学之导师、进化

论之泰斗也。 此篇所论，与人权自由之说若相悖，而实相成。”梁氏将“民族”视为“天演之公例下”蕴
含着不同“权利”大小的族群：“昔者野蛮世界强大之民族对于弱小之民族，其所施之权力必大而猛，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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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民族中，其强者对于弱者，其所施之权力必大而猛。”① 但与种族不同的是，此时的“民族”被视为

一种以权利为标识的族群集合，１９０１ 年《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亦言：“以物竞天择之公理衡之，则
其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此稍学哲理者所能知也。 吾中国谓之为无群乎？ 彼

固庞然四百兆人，经数千年聚族而居者也。”② 梁氏希望人人均担起救亡图存的重任，这种民族意识群

体觉醒的基础便在于使个体知晓追求独立和自由的价值，从而培植民族自信，以精英之先觉带动整体

之自觉，即所谓“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欲求国民全体之自信力，必先自志士各人之

自信力始”③，进而“以导我四万万同胞，使进于文明，以为他日自立之地步”④。 为此，梁氏指出独立

与合群并非不能共存，“凡最尊自由权之民族，恒即为最富于制裁力之民族”⑤。
梁启超种族观与民族观的胶葛之势贯穿其旅日始终，是中西之学在梁氏头脑中碰撞交汇的缩影。

在 １８９９ 年 ９ 月 ５ 日《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中，梁氏仍以种族为对象来叙述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
“当时之战争，弱肉强食，皆因种族之分别而起。 ……夏、殷之间，虽云帝政，其实则各各种族之酋长相

与并立。”梁氏认为种界消弭、“同胞之观”出现的原因在于通婚，“春秋、战国以后，其各族之人民早已

互通婚姻，渐渐无差别之可言，故国地一经合并，国民遂为一体也”⑥。 但是在同日《论支那独立之实

力与日本东方政策》里，梁氏却流露出相当程度的民族自觉，其标志即是开始将“种族”与“民族”进行

区分：中国“又千年以来，被他族之统治者虽数数见，然决不与统治之他种同化，而恒使彼统治者反而

同化于被治之人”⑦。 此处之“他族”与旧时之“他族”不同，后者强调家族、种族的血缘特征，如《晋
书》中所言：“事在王门，何关他族”⑧，或是《颜氏家训》中所说的“言礼成他族”⑨，而前者指的是通过

一系列措施获得华夏正统的非汉族群，具有民族的内涵�I0。 紧接着，梁氏进一步将“他族”的对象明晰

为满族：“虽种族有满、汉之分，然数百万之满人加入支那本部中，其细已甚矣。”此处的“加入”指文化

涵化，而非种族融合，因为支那的本意为国名而非族名，且梁氏在后文中将满汉差异视为文化差异，其
言曰：“昔者统治支那之他种恒同化于支那人，由彼等皆游牧贱俗，其文明远在支那下也。”然而，此文

亦难逃梁氏种族观与民族观胶葛之惯例，文中说道：“我中国四万万衍蕃之种族，其势固不能使之如红

人之日浙月灭以至于尽，而其同化之难又如此，然则西人瓜分支那为易行之事乎，为难行之事乎？”这
是因为当梁氏将视阈由国内转向至国外，在视救亡图存之亟务的时代语境下，民族间的自然同化话语

势必被种族间的天演竞争话语所抑制。 而在二者的胶葛中，梁氏的民族思想逐渐摆脱了种族观的制

约，形成“所积于数千年历史之习惯浩大而深远”基础上的“人种、地势、宗教合一”�I1 的新观念。
梁启超民族思想的初步自觉并非是在西方“民族”概念影响下一蹴而就地转变，而是一个循序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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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过程。 梁氏对“民族”一词的启用，并不代表着对“种族”一词的弃置，相反，其笔下的二词多同义

而混淆使用。 据笔者统计，在 １８９９ 年 ５０００ 余字的《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一文中，梁氏使用“民族”一词

０ 次，“种族”一词 ０ 次，“人种”一词 １７ 次。 而在 １９０２ 年 ４９００ 余字的《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一文中，梁
氏使用“民族”一词达 ２２ 次，“种族”一词 ３ 次，“人种”一词 １６ 次。 可见，随着对“民族”概念的认识和

接纳，梁氏开始在文章中频繁使用“民族”一词。 在 １９０１ 年《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中，梁氏仍以“种
族”称呼满汉二族：“故未有两种族之人，同受治于一政府之下，而国能久安者”，但此处种族的界定并

非单一的生物学标准，而是蕴含着历史文化认同内涵：“以日本之异国，我（汉人）犹以同种同文之故，
引而亲之，而何有于满洲？”① 在同年《中国史绪论》一文中，梁氏认为中国史范围的人种主要有六种：
“苗种”“汉种”“图伯特种”“蒙古种”“匈奴种”“通古斯族”，其中五种皆被称为“种”，但实质上即为民

族。 在他看来，西方人种学无法“确指某族某种之分界线”，故将“民族”定义为“历史之主脑”，以民族

发展历史作为其身份的判定依据，承认民族主体性的存在。 以此为基础，梁氏进一步指出，由于参照

对象的不同，民族之间的界限也不尽相同：“虽然，种界者本难定者也。 于难定之中而强定制，则对于

白、棕、红、黑诸种，吾辈划然黄种也；对于苗、图伯特、蒙古、匈奴、满洲诸种，吾辈庞然汉种也。 号称四

万万同胞，谁曰不宜？”② 可见，梁氏已认识到西方人种学在中国应用的局限性，从而基于中国国情提

出“历史的人种”这一新的认知视角，无论是“黄种”还是“汉种”都是民族自觉认识在不同语境下的同

义表达。
梁启超种族观向民族观转变之由，亦分内力与外因。 就内力而言，梁氏对“华夷之辨”思想的深刻

理解是其民族思想自觉的源泉。 早在 １８９７ 年，梁氏便指出“戎在鲁境而外之，可见夷狄绝不论地，只
论其有教化与否耳”“有教化者谓之中国，无教化者谓之夷狄而已”。 在他看来，华夷之别的唯一标准

在于文化，其言曰：“夷狄与否系于事而不系于地与种也”“夷狄者，犹言野蛮之国；中国者，犹言文明之

国耳”“文明、野蛮之界无限也”③。 在此基础上，梁氏批驳守旧者的华夷观念：“中国向来守旧之徒，自
尊自大，鄙夷泰西为夷狄者无论矣”④，对文化认同的重视成为梁氏民族思想自觉的内在动力。

就外因而言，与经日本再生产映入眼帘的“民族”“文明”“平等”等概念有着密切关联。 就“民族”
而言，尽管“民族”一词在中国历史古籍中有迹可循，但梁启超所使用的“民族”概念主要来自日本知

识界对“ｎａｔｉｏｎ”一词的解读；就“文明”而言，梁氏在日期间，接纳福泽谕吉的思想，赞同“野蛮”与“文
明”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体两面，将其《文明论概略》等书中的思想以《清议报》为载体译介到

中国。⑤ 这种文明观念也被梁氏应用在民族思想层面，１９０２ 年的《新民说》中这样说道：“顾同一土地

也，在野蛮民族之手则为石田，在文明民族之手则为奇货”⑥，１９０３ 年的《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一文

亦言：“政府之正鹄不变者也，至其权限则随民族文野之差而变，变而务适合于其时之正鹄”⑦ ；就“平
等”而言，高杉晋作的“四民平等”说被梁氏视为追求自由的关键，该思想在《新民说》中亦有多次体

现，梁氏倡言平等的范围也不止于此，而是畅谈群体之平等、国家之平等，为其朴素的民族平等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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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梁氏看来，西方思想学说的传入不仅推动着中国文化精英的思想自觉，还影响着

大众的群体认知，关乎新式国家建设的成败：“今者全世界文明进化之运相逼而来，自由、平等之义已

浸入中国人脑中，他日独立之基础既定，采西人之政体而行之，其成就之速必有可惊者。”①

三、从“大、小异种”到“大、小民族”———梁启超民族思想自觉之关键表征

从梁启超民族思想的发展过程来看，梁氏“大民族”观的形成亦是内外合力的产物，它一方面源自

其“大种族”观，另一方面则深受传统民族思想的影响，并以此完成从“大、小异种”到“大、小民族”的
思想自觉。 就“大种族”观言之，梁氏认识到在当下世界惟有合群集力才能避免种族沦亡，“大种族”
便是国家范畴下的最高合群标准，“盖自人群初起以来，人类别为无量之小部落；小部落相竞，进为大

部落；大部落相竞，进而为种族；种族相竞，进而为大种族；复相竞焉，进而为国家，进而为大国家；复相

竞焉，进而为帝国，进而为大帝国”。 梁氏将“优胜劣败之趋势”与“中国民族之前途”联系起来，认为

“今则民族之争，愈接愈厉”②，惟有“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③，而以其群体

竞争之逻辑看来，“大种族”的形成势在必行，因为“大抵其种愈大者，则其战愈大，而其胜败愈有关系。
善为战者，知非合种不能与他种敌”④。 就传统民族思想言之，基于“华夷之辨”的文化认同标准，大一

统思想获得了从国家一统、文化一统到民族一统的基础，梁氏曾在《湖南时务学堂劄记》说道：“一统之

世，中国夷狄皆合为一，无所谓中外，远近大小若一”，在梁氏看来，“若书‘戎’者，乃外夷狄之词，是据

乱世时也”⑤，虽然如今“闭关一统之势破”，但在此时代变局下，中国民族亦要团结一致以御外侮，对
此梁氏有着充分的“大民族”自觉：“国家之名，立之以应他群者也”⑥，民族之名亦如是。

梁启超笔下的“大、小异种”向“大、小民族”的演进发端于伯伦知理学说与梁氏的爱国主义精神。
“小异之种”和“大异之种”作为“大、小民族”的雏形，初现于 １８９６ 年《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一
文，旨在告诫国人只有同类相求，合为一体才能免于沦亡：“一世界中，其种族之差别愈多，则其争乱愈

甚，而文明之进愈难；其种族之差别愈少，则其争乱愈息，而文明之进愈速。 全世界且然，况划而名之

曰一国，内含数个小异之种，而外与数个大异之种相遇者乎？”⑦ “大、小民族”则出自 １９０３ 年《政治学

大家伯伦知理学说》一文中的“大、小民族主义”之说：“伯氏下民族之界说曰：‘同地，同血统，同面貌，
同语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风俗，同生计，而以语言、文字、风俗为最要焉。’由此言之，则吾中国言民族

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 小民族主义者何？ 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 大民族主

义者何？ 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⑧

从使用范畴和内涵来看，“大、小异种”与“大、小民族”均以合群御侮的救国诉求为指导，存在相

通性，其表现有二。 一是均带有中华现代国家范畴的政治共同体意涵。 “小民族”与“小异之种”指中

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大民族”与“大异之种”指以国家为标识的族类共同体，梁启超希望将国内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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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民族合而形成大民族以助其竞争，“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

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蹠于五大陆之上”①。 “大、小异种”与“大、小民族”作为为中华文明复兴而提

出的概念，前者以通种合种来减少种族差别，使“文明之进愈速”②，后者则“欲藉其感化力以造出一新

世界，使之自无而之有云尔”③，二者最终均指向国民建设之旨归：“一言蔽之，吾若有建国之能力，则
以小民族成一国民可也，以大民族成一国民亦可也。 若其不能，亦安所往而有合哉？”④

二是二者在民族思想脉络上呈现一致性，并集中体现为联合与团结。 这也是国家建设的不二法

门，因为“今夫国也者，必其全国之人，有紧密之关系，有共同之利害，相亲相爱，通力合作，而后能立者

也”⑤。 以种族而言，早在 １８９８ 年，梁氏便显露出相当程度的“大种族”自觉：“我支那本部四万万人，
其种族皆合一。”⑥ 在《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一文中，梁启超以种族作为中国境内族类的划分标

准，为合种进种之说奠定了话语根基：“自汉以后，支那之所以渐进于文明，成为优种人者，则以诸种之

相合也。 惟其相合，故能并存。”⑦ 在梁氏看来，合种是“大种族”形成的基础，“凡在未合之国，未合之

种，尚且当设法以合之，岂于已合者而更分自之哉？ ……殆天未绝我满汉两种之人，而思有以拯之也。
此吾所以殷然有合体之望，而亟欲为两种人告也！”⑧ 以民族而言，同文同种是“大民族”形成的基础，
亦是国家建设的关键要素，“故夫族民者，有同一之言语风俗，有同一之精神性质，其公同心渐因以发

达，是固建国之阶梯也”。 从行文用语中可以发现，在 １８９６ 年的《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中，梁氏

并未形成系统完整的民族观，更多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影响。 而在 １９０３ 年《政治学大家伯伦

知理学说》中，梁氏频用民族一词，而不再使用种族一词，并对国民与民族的差别与关系进行了阐述，
这种行文用语的转变无疑是梁氏思想自觉及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直接体现。 作为一种复合共生

的统一体意识，“大民族”共同体的意识结构层级高于“大种族”共同体，而在中华现代国家的建设诉

求下，在二者不断互动交融的过程中，梁氏的民族思想得以整合而达到了有机统一。
从“大、小异种”到“大、小民族”这一思想进路也与梁氏笔下对“种族”概念和“民族”概念的使用

情况相符。 笔者以 ２０１８ 年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启超全集》为据⑨，初步梳理了“种族”与“民
族”的相关概念在各年份的词频情况（见表 １），将种族话语和民族话语量化，以“帮助我们理解不可测

量的事物”�I0 ———思想观念，虽或有疏漏，但大体上可以反映该时期梁启超民族思想的演进情状。 据

笔者统计，１８９６—１９０３ 年间，梁氏笔下以“种族”一词作为人群分类标准的明确表述至少有 ８５ 处，以
“人种”一词作为人群分类标准的明确表述至少有 １０２ 处，以“种人”一词作为人群分类标准的明确表

述至少有 ８１ 处。 与之相较，梁启超笔下谈及“民族”（包括民族主义）的明确表述至少有 ５１３ 处。 以此

为据，作 １８９６—１９０３ 年间梁氏“种族（人种、种人）”与“民族（民族主义）”的词频见图 １。 由图 １ 可见，
“种族”概念先于“民族”概念出现在梁启超著述中，并长期占据梁氏民族思想的主导地位，而随着梁

氏海外经历的愈加丰富，其民族思想渐之自觉，其显著标志便是“中国民族”概念的提出。 自此，梁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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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话语取代了种族话语的地位，并引领近代中国迎来一次深刻的思想革新。

表 １　 梁启超著述中“种族”（人种、种人）与“民族”的词频统计表（１８９６—１９０３）

年 份
表 述 １８９６ １８９７ １８９８ １８９９ １９００ １９０１ １９０２ １９０３

“种族”（次） １ ４ １３ １５ ２ １６ ３３ １
“人种”（次） ０ ２ ２ ２３ ０ １４ ４６ １５
“种人”（次） １ １ １４ ２０ ０ ７ ３２ ６

“民族”（主义）（次） ０ ０ ０ ３ ０ ６４ ３３７ １０９

　 　 图 １　 梁启超著述中“种族”（人种、种人）与“民族”的词频变化图（１８９６—１９０３）①

四、“种族”与“民族”的区隔形成———梁启超民族思想的初步成熟

梁启超种族观与民族观的思想分野，始自“中国民族”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其民族思想的初步成

熟。 梁氏笔下的“中国民族”是在自我与他者的比对过程中形成的产物，梁氏在 １９０１ 年《中国史叙论》
一文中借中国史与世界史之比较，指出尽管“泰西民族”优势巨大，但中西文明的相遇为中国文明“左
右世界”提供了可能，确立了中国文明的世界地位。 随即梁氏将中国史与泰东史相比较，将“民族”一
词与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相结合，提出“中国民族”概念：“泰东之主动力全在中国，故泰东史中中国民族

之地位，一如世界史中阿利扬民族之地位”，确立了中国民族在亚洲民族中的主导地位，即所谓“至于

二千年来亚洲各民族与中国交涉之事最繁赜，自归于中国史之范围”②。
“中国民族”概念的提出与使用，标志有二。
一是梁启超对种族与民族的分野有了深入的认识，此后其笔下对二词开始进行自觉区分，所言之

“种族”只具有生物学内涵。 如梁氏在 １９０２ 年《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以“希腊种”和“黄种”为例

指出：“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虽同一种族，而能忽成独立之国民

也。”③ 在同年《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则将“盎格鲁撒逊种”称之为“今日地球上最荣誉之民族”，在
他看来，“盎格鲁撒逊种”“能自治独立，战胜他族”之由不在于种类而在于教化，即“其教育之优点，不
在形质而在精神”④，可见“盎格鲁撒逊种”的本意指民族而非种族。 在同年《新史学》一文中，梁氏虽

秉持以血统为标准的正统论，但在行文中却明显对“种族”与“民族”作了区别：“若夫以中国之种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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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则诚爱国之公理，民族之精神，虽迷于统之义，而犹不悖于正之名也。”① 再如《论中国学术思想变

迁之大势》一文中，梁氏用“黄族”取代“汉种”作为自称，其理由为：“向用‘汉种’二字，今以汉乃后起

一朝代，不足冒我全族之名，故改用此”②，这即是其大民族观的自觉表达，亦体现梁氏对种族与民族

范畴之别的深刻认识。 在此基础上，梁氏此前种族观中的自强诉求也演化为此时民族观中的文化自

尊与种族自信：“中国者文明之鼻祖也，其开化远在希腊、罗马之先。 二千年来，制度文物，灿然熠耀于

大地，微特东洋诸国之浴我文化而已。 ……然我中国人种，固世界最膨胀有力之人种也。”③

二是随着对新式国家建设的不断强调，为“种族”概念增添了民族国家思想的意涵，“民族”概念

的政治性凸显，即梁氏案语所言：“民族自由与否，大半原于政治”④，并开始取代“种族”成为国人参与

天演界竞争的新象征符号。 从梁氏对“四百兆”对象的使用情况便可一窥这种转变，在 １９００ 年《舌下

无英雄，笔低无奇士》一文中，梁氏将自己视为“四百兆神明种族之一人”⑤。 在 １９０１ 年《十种德性相

反相成义》一文中，梁氏希望通过自强独立以“脱离此后四百兆奴种之沉沦”⑥。 而到了 １９０２ 年《论教

育当定宗旨》一文，梁氏“胪列他国之成案”六例，从国民教育的角度指出：日本正是因为“国家思想发

达甚骤”，故能“战胜四百兆民族之中国”⑦，这种自我定位由“种族”向“民族”的转变，正是梁启超民

族思想日趋成熟的表现。 在 １９０３ 年《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中，梁氏说道：“有四万万之伟大民族，
又乌见今日之轻侮我者不反而尊敬我畏慑我耶？”⑧ 到了 １９０４ 年《所谓大隈主义》一文，梁氏更是倡

言道：“彼支那者，世界无比之大帝国，拥有四万万之大民族，苟非自亡，则他国万无可以亡之之理”⑨，
直指自强救亡之旨归。 同时，梁氏还认识到民族与种族的一大不同，即民族具有鲜明的国家认同：“民
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I0 可见，梁氏民族思想的成熟不仅来自对“民族”概念的接纳，也
受其国家思想日渐发达的深厚影响，并以此完成对“种族”“民族”“国家”三个概念的自觉区分。 可以

说，梁氏民族思想的成熟发端于希望通过建立新式国家以御外侮（民族帝国主义）之宏愿，而前提便在

于民族复兴：“民族强悍，故国家主义亦最易发达。”�I1 梁氏本人对其种族观向民族观演进的学理脉络

也有着深刻地自觉：达尔文思想乃“近世民族帝国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所由起也”�I2。
一般来说，此时的梁启超在天演竞争话语下使用“种族”概念，在文明历史文化发展语境下使用

“民族”概念。 如《新民说》中所言之“英族”指的是“盎格鲁撒逊”民族。�I3 在《历史与人种的关系》一
文中，梁氏在“历史的人种”的简图中将“Ａｒｙａｎ”称为白种内的“阿利安人种”，并将世界史“复分为两

大时期：前期为阿利安种与哈密忒、沁密忒两种合力运动时代，后期为阿利安种独立运动时代。”而当

谈及文明发展历史时，“阿利安人种”摇身一变为“阿利安民族”：“欧罗巴文明何自起？ 其发明光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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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阿利安民族。”这种情形并非个例，后文中谈及希腊雅典文明亦是如此，梁氏认为民族是一个集

种族、文化、国家等多种属性于一体的概念：罗马“集无量异种之民族，置之中央集权制度之下，为一定

之法律以部勒之。 故自罗马建国以后，而前此之旧民族皆同化于罗马，……今日欧洲大陆诸国，其言

语、文学、宗教、风俗各不相远，皆由其曾合并于罗马一统之下，浸润于同种之泽使然也”①。 这种在不

同语境下对不同群体的称呼定位，正是梁氏民族思想日趋自觉的表征。
在梁启超著述中，不免出现两种语境相互交叠的情形，对此，梁氏采用种族话语与民族话语并用

之法。 如 １９０２ 年《论学术势力之左右世界》一文曰：“夫十字军之东征也……乃其所获者不在此而在

彼。 以此役之故，而欧人得与他种民族相接近，传习其学艺，增长其智识”②，此处的“他种”指其他人

种之意，而非其他种类之意，这可从梁氏同期的著述中得到证明。③ 可见，梁氏此时对“种族”概念与

“民族”概念的并用，不同于先前的混淆与胶葛。 一方面，这是建立在对世界各族历史源流和发展的清

晰认知之上的自觉认识。 在梁氏眼中，种族和民族都是建设文明的关键要素，一个种族又包含诸多民

族，民族凭其文化和精神可以成为文明之标识，显于外，种族则是文明内人种之标准，化于内。④ 另一

方面，这是一种既阐明种族竞争之势又强调文明发展之态的自觉表达。 梁氏意识到世界竞争大势围

绕着种族与文明而展开，最终指向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之旨归：“然则凡欲望皆生于必要而已。 而其

必要之事物愈多，则其欲望愈繁，而文明之程度愈高，此民族进化得失之林也。”⑤

相较于《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一文，《新民说》更加明晰地反映了梁启超情境表达过程中的思想自

觉。 在刊载于《新民丛报》第一号（１９０２ 年 ２ 月 ８ 日）上的“第一节叙论”中，梁氏将“盎格鲁撒逊”称
之为民族，但案语中又专门指出“盎格鲁撒逊”乃“英国人种之名也”，可见梁氏此时对种族和民族之

别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 后文对这种自觉性进行了更加精确的表述：“民族主义者何？ 各地同种族、
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⑥

而在《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一文中，梁氏将此前人分五类说中的五个

人种分类改称为五个民族：黑色民族、红色民族、棕色民族、黄色民族、白色民族，以文明发展水平将拉

丁民族、斯拉夫民族、条顿民族视为“白色民族之重要者三”，并附案语曰：“白种不止此三派，条顿亦不

止彼二派，此不过举其要者耳。 此文非考据种族，不必鳃鳃也。”⑦ 梁氏民族思想的逐步自觉，直接改

变了此前的人种称谓方式。 在 １８９９ 年，梁启超还习惯于将西方民族以人种相称，在《二十世纪太平洋

歌》中曾言：“后起人种日耳曼，国有余口无余粮。”⑧ 而在 １９０２ 年《论教育当定宗旨》《新民说·论尚

武》等文中，先前的“人种日耳曼”已改称为“日耳曼民族”⑨。 此前经常谈及的人种间的优胜劣汰，此
时也改口为“三族之优劣胜败”�I0，优胜劣汰的标准已由人种“体质心性生强弱优劣之差”�I1 转变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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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教育高下之别①，民族开始具有种族原所表达的优胜劣汰之特性，即所谓“优强民族能以同化力吞

纳劣弱民族”。 《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的“俄族”虽指俄罗斯民族，但也具有种族相竞之意，其言曰：
“征服土民，移植俄族，……彼其民族膨胀之力，有非偶然者也。”② 这种天演界下竞争对象与标准的改

变，亦是梁氏民族思想日趋自觉的表征。 尽管此时梁氏在革命与改良间举棋不定，以至于在《新民说》
中将金、元的统治民族女真、蒙古视为“种族”，称“泱泱之神州，穰穰之贵种，頫首受轭于游牧异族威权

之下”。 但从整体上看，梁氏民族思想的自觉一直在持续，正如其文中所言：“中原文献，汉官威仪，实
我黄族数千年来战胜群裔之精神也”③，鲜明地昭示梁氏民族观的文化自觉特点。

五、结语

梁启超种族话语表达方式向民族话语表达方式的转变，作为其民族思想深刻变化过程中的表征，
同时也是其民族思想走向初步自觉的根本标志。 因为“除话语的特殊功能外，一般而言，每一种表达

方式都是表达者思想的表征，是一种象征性的描述，是一种发向信息接受者的呼唤信号”④。 厘清梁

氏种族观与民族观从鲜明胶葛走向显著区分的过程，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窥察其民族思想之底色，深化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特性的认识。 从思想资源来看，日本学界作为梁氏的知识仓库以及“社会实验

室”⑤，不仅为其思想一般化提供了材料，也为其思想演进奠定了基础，“刊登在《清议报》上的《国家

论》，可以说几乎全部采用了吾妻兵治翻译的《国家学》”⑥，日本学者浮田和民的思想也使梁氏“建设

一个民族主义国家的思想逐渐成熟起来”⑦。 从思想特点来看，尽管梁氏种族观与民族观的思想基底

有所不同，但其旨归却始终如一，这是因为此时的“种族”与“民族”概念均是西方思想中国化后的“文
本政治”（ｔｅｘｔｕ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⑧ 形态。 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方概念，本质上是一种西式的“偏见”表述

体系⑨，西式的概念只有通过东式的再生产与再解释，才能在新环境下成为一种共识。 在此过程中，
“种族”和“民族”概念作为一种“客方语言”（ｈｏｓ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被梁氏逐渐吸纳改造为“主方语言”（ｇｕｅｓ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I0，成为一种具有中华特色的时代性救亡话语。 传统思想架构下的庶民以种族、民族以及国

民的新身份参与其中，通过对西方的民族话语的提炼与改造，赋予“民族”概念深厚的政治内涵与强烈

的现实关怀，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维特征”�I1。
总而言之，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贯穿于梁启超民族思想的源起及发展始终，成为其

“中国民族”和“中华民族”概念诞生的源泉。 梁氏种族观和民族观中对于族类合为一体的不断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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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４９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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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１８９０—１９０７）》，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８１ 页。
狭间直树：《梁启超：东亚文明史的转换》，高莹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第 ５３ 页。
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第 ２５９ 页。
萧高彦：《探索政治现代性：从马基维利到严复》，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２０２０ 年，第 ６８３ 页。
石川祯浩：《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袁广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７ 页。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１９００—１９３７）》，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２ 年，第 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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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民族团结进步以走向国家富强的美好愿景，可谓是近代中国倡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先驱。
在梁氏民族思想走向自觉的历史进程中，尽管梁氏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认知迟于严复，对“民族”和
“中华”一词的使用亦晚于康有为①，但梁氏能够率先对“中国民族”和“中华民族”概念进行学理性阐

释，这无疑发轫于其民族思想之演历。 梁氏的民族思想基于“四个共同”的历史事实与传统，始终以合

群御侮的救国诉求为实践旨向，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历史方位，以建设强大的中华现代国家为不

懈追求。 通过“审中外之异，知强弱之源”②，勾勒出中华民族交融一体、走向自觉的逻辑路径，既注重

对共同性的增进：“譬之机然，千百之轮轴，各自司其运动，然必互相联贯，总合一体而成为全机。 独立

云者，亦各分轮轴一体之劳，以效全机转运之用焉耳”③，亦不忘对差异性的尊重：“盖民族之异性使然

也”④。 梁氏敏锐地觉察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向民族主义发展的思想潮流，将西式的表述体系中国化，
从而形成一种既符合东西方沟通标准，又契合国人传统思想认知的自强话语，在此话语下强势的西式

逻辑或偏见被转化为集血缘、历史、文化和国家于一体的自觉表达。 即如梁氏在《爱国歌四章》中所

言：“我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廿二行省为一家”；“我种族”，“黄帝之胄尽神明，濅昌濅炽遍大陆。
纵横万里皆兄弟，一脉同胞古相属”；“我文明”，“五千余岁历史古，光焰相续何绳绳。 圣作贤述代继

起，浸濯沈黑扬光晶。 ……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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